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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湘学的学术追求 

朱汉民1 

【摘 要】:晚清时期的中国正是儒学及其中国传统文化走向衰落的时期，作为儒学地域形态的湘学却似乎在逆

势上升，推动了“近世纪湘学与日争光”局面的形成。湘学能够在中国近代逆势上升，关键在于湘学学者既能够坚

持中国文化主体性、又能够兼顾思想文化的开放性。晚清湘学对近代中国作出了重要思想贡献，能够在最大程度上

发挥学术对社会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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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中华传统学术文化博大精深，既体现为不同时间段的学术思潮，又体现为不同空间态的学术形态。“湘学”是中华传统学术

的地域形态，是湖南地区所形成的传统学术文化。“湘学”的“湘”是指湖南行政区划的地域空间，此“学”是指具有学理意义

的传统学术思想。 

“湘学”是一个历史形成的概念。宋代就出现了与“湘学”相关的“湖湘学”“湖南派”的地域学派的概念。朱熹评论胡宏、

张栻的理学思想，将他们称为“湖湘学者”“湖南学”“湖南一派”等。黄宗羲、全祖望在编纂学术史名著《宋元学案》时肯定

并沿袭了朱熹的“湖湘学”“湖湘学派”“湖湘学统”的称谓。到了清代、民国时期，一些学者在研究湖南地区学术文化史的时

候，比较普遍地使用“湘学”概念，从而逐渐形成了中国学术史分支的“湘学”。 

关于湘学研究的历史已经很久。早在南宋湖湘学术兴盛之时，湘学就开始被学界关注并成为学界思考、讨论和研究的对象

与话题，朱熹的《知言疑义》就是一部研究、评论湘学的著述。从晚清到民初，湘学现象受到学界的关注，留下一些文献与论

著，如李肖聃《湘学略》、钱基博《近百年湖南学风》等。当代学界有关湘学的著作越来越多。 

根据湘学的缘起、发展、衍化过程，可以将国学地域形态之一的湘学的历史脉络分为楚汉渊源—两宋成型—清代发展三个

主要阶段。从历史演变的过程和结果来看，近代中国正好是儒学走向衰落的时期，作为国学地域形态的湘学却似乎是逆势上升，

出现了“近世纪湘学与日争光”的局面，究竟是什么原因呢?湘学在近代中国的思想贡献又涉及哪些方面?本文希望从这些问题

出发，简要论述湘学的学术特色和思想贡献。 

从外在的文化流动过程来看，近代中国的学术思想是不断受到冲击、外来的西方思想不断涌入的过程;从内在的文化建构来

看，则又可以将其看作是中华民族通过不断吸收外来学术文化，从而推动中国学术思想的近代重建过程。由此可知，中国学术

近代化的推动者就是儒家士大夫，他们往往能够既坚持中国文化主体性，又有思想文化的开放性，故而努力完成这一历史使命。

湘学能够在近代中国逆势上升，能够最大程度发挥学术对社会的影响，就在于湘学既坚持中国文化主体性、又有思想开放性的

特质，对近代中国作出重要思想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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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士钊曾经这样谈到湖湘士大夫的性格特点:“好持其理之所自信，而行其心之所能安;势之顺逆，人之毁誉，不遑顾也。”

这一句话虽然是谈论湖湘士大夫的性格，但是也形象地表达了湘学学者的学术性格。确实，尽管湘学学者是引进近代西学的倡

导者，但是他们总是能够坚持中国文化主体性，具有对中国传统学术理想的执着与自信，并且具有坚持这一学术理想、价值理

念的坚强意志。 

宋代以来，湘学学者一直表达出强烈的“正学”即正统儒学的追求。他们心目中的“正学”其实就是一种理想范型的儒学，

即应该是道、治、学的完备和统一。这一“正学”中的“道”，是关于个人、家国、天下的一整套价值与信仰体系，“治”是一

种参与社会、实现理想人间秩序的实践活动，“学”是一套包括道与治在内并有一定自洽性、系统性的知识体系。湖湘学者坚持

儒学学统的正统性，从宋代湘学形态的成型，到清代湘学的崛起，均追求合乎儒家理想范式道、治、学的融通。我们知道，晚

清学术史往往出现这样的特点:倡导宋学者常偏于“道”的传统坚守，主张今文经学者常偏于“治”的政治功用，而长于古文经

学者常偏于“学”的纯粹学问。晚清湘学也包括这三大主流儒学学派，但是这些不同学派均同时体现出地域性的特点。在湖湘

地域的宋学、今文经学、古文经学均坚持理想范型的儒学，即道、治、学的完备和统一。今文经学派魏源批判了“治经之儒与

明道之儒、政事之儒，又泮然三途”的现象，希望完成“道形诸事谓之治”“求道而制事”“以经术为治术”的道、治、学紧密

结合。他对知识学问的追求，总是与“治”的政治功用与“道”的传统价值紧密联系在一起。晚清受今文经学影响的谭嗣同也

是如此，他在谈到《仁学》的学术旨趣时说:“约而言之，凡三端:曰‘学’，曰‘政’，曰‘教’。”谭嗣同的“学”具格致之学

的知识内涵，“政”具“兴民权”的制度建设，并且“仁”则是代表儒家传统价值信仰的“教”，“仁”可以统摄三端。宋学派曾

国藩的礼学、礼治、礼义，就体现出道、学、治贯通的儒家理想，他努力通过“礼”去实现道、学、治的贯通。他的礼学已经

实践化为一种礼治的经世活动与制度建设，他的礼治又是以深厚的礼学为思想基础与学术依托，而他的礼义信仰又贯通在礼学

与礼治之中。这样，曾国藩的礼学有了不同于其他礼学家的学术特色，他的礼治有了不同于其他军政大臣的风貌;同时，他的礼

义信仰则具有了坚实的学术基础和社会实践基础。古文经学王先谦就不仅仅局限于诂经考史的工作，而是坚持儒学的理想范型

即道、治、学的统一。 

湘学学者具有对学术理想坚持的强悍意志。由于自然地理、血缘遗传、人文历史的综合原因，湖南地区形成一种特有的民

性、民风。这就是历朝历史典籍、地理方志等书上所描述的湘人的性格、气质，即所谓的民性、民风，即史志上所反复说到的

“劲直任气”“人性劲悍”“任性刚直”“刚劲勇悍”“其俗慓悍”等等。这种“民性”与“士习”的渗透与融合，使湖湘之地成

长了一大批成功将民性与湘学结合的湖湘士人，他们将儒家理想范型的追求渗透到其“南蛮”的心理气质层面。如曾国藩、左

宗棠、罗泽南、郭嵩焘等湘军将领就以其“南蛮”的气质去实现儒家的道、治、学。曾国藩大讲所谓“书生之血诚”“忠义血性”

“拙诚”，其“血诚”“血性”“拙”是属于以生理心理为基础的南蛮气质，“诚”“忠义”则是以儒家道德修身为基础的精神文化，

两者的渗透与结合，就构成湘军将领普遍追求、表达的“忠义血性”的精神气质。曾国藩在总结湘军成功的原因时说:“吾乡数

君子所以鼓舞群伦，历九载而勘大乱，非拙且诚之效与?” 

三 

湘学既坚持儒家正学的思想体系是道、治、学的统一，又特别强调这一个思想体系是开放和与时俱进的。“道”涉及“王道”

“大同”的价值理性，“治”表达经世致用的工具理性，为了推动中国文化近代化，湘学能够既以实用理性的态度引进西技、西

术，又能够以价值理性的态度在吸收西学的基础上实现中华文化的主体性重建。 

湖湘文化的近代化是从晚清湖湘的两个儒家学派和儒家士大夫群体开始的。以魏源为首的晚清今文经学派和以曾国藩为首

的理学经世派，尽管这两个学派的学术师承、学术宗旨各异，但是经世致用则是这两个不同士大夫群体的共同追求，并且也均

是由这种经世致用的实用理性而选择了对西方科技文明、物质文化的学习与引进。他们“以实事程实功，以实功程实事”的“实

功”追求，能够从经世致用的社会功用、实用理性的角度，将西方坚船利炮吸收到传统中国的治术中来。他们以追求“永远之

利”的实用理性精神，大胆推动中国近代化运动的洋务运动。从追求事功的实用理性出发，引伸出必然变法的要求，维新派也

是从“政术”“功利”的实用理性角度，来看待、评价西方的政治、经济、法律制度。革命派之所以选择革命道路，追求民主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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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主要不是对个人权利、个性自由等“天赋人权”的追求，而是将民主、共和、宪政等政治制度的近代化追求视为实现民族

自强、救亡图存的求“治”手段。可见，湘学的开放性充分体现在其“学”的知识体系和“治”的政治体系。 

其实，湘学的开放性不仅体现在“学”与“治”上，还体现在“道”的价值体系的建构。湘学学者以价值理性的态度，倡

导中华文化的主体性重建，也包括道的建构。两千多年以来，儒家士大夫追求的“天下有道”的价值体系，一直包含着理想与

现实的两个不同层面。湖湘士大夫是推动中国文化近代化的主体力量和核心人物，他们不仅以实用理性的态度强调对西方文明

的引进，同样坚持以价值理性的态度倡导中华文化的主体性重建。他们希望将中国的近代化与中国文化的主体性建构联系起来。

魏源倡“师夷长技”如果是基于他实用理性的话，那么他赞赏、推荐的欧美民主政治，则源于对三代理想的价值理性的向往。

魏源的胸中一直深藏着这一“三代以上之心”，他说:“君子之为治也，无三代以上之心则必俗，不知三代以下之情势则必迂。”

郭嵩焘的近代化追求，还与政教风俗的制度文化、思想文化相关。他所倡导的中国文化近代化，是对“三代”的“有道之世”

的文化回归，他将吸收、学习西方近代文化与中国文化的主体性重建结合起来。谭嗣同所追求的近代化目标，最终是回归到孔

子的仁学、大同社会的中国士大夫的价值理想中去。这一理想就是尧舜时代人与人之间的平等自由，以及政治上的民主。晚清

民初的许多湘学学者向往社会主义，他们在承担救国救民的社会责任与历史使命时，主张将社会主义追求与回归儒家理想的“三

代”“有道之世”“大同”统一起来，用以最终解决中国近代化与中华民族复兴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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